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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激励作用研究＊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
□ 杨莎莉  张平竺  游家兴
内容提要：本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以税收调查数据为切入点，使用前沿
计量方法估计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契合了改革的初衷；同时也发现税收优惠对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水平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过度的税收优惠反而会助长企业“惰性”，影响
其研发和创新的主动性。基于以上研究，本文针对如何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提出政策性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税收优惠  全要素生产率
为了更好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
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
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由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
下，如何有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到国家战略
层面。微观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是整个国民经济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基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
景下，生产率如何实现由“全要素”推进是实现经
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关键。在财政政策方面，政
府的税收优惠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
进而影响企业发展转型，最终对中国经济增长方
式的转变产生深远影响。为此，本文以全国税收调
查数据①为切入点，使用前沿计量方法估计微观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检验税收优惠对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揭示税收政策在促进企业转型
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税收优惠的激励途径分析
近年来，学术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
力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Syverson（2011）按
照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直接程度，将可能影响生
产率演化路径的因素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
大类。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
于两大要素：一是生产要素投入，二是全要素生产
率。该理论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
变量决定的，而内生变量对财政政策敏感，这为政
府运用财政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从这个意
义上说，税收优惠属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外部
因素。
为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我国出台了
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从形式上看，主要有税收抵
免、优惠税率、税收递延和加速折旧等；从税种上
看，主要以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税收优惠为主；从
内容上看，主要有促进高新技术发展、鼓励企业自
＊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公司财务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717906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来源于每年一度的全国税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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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研发与技术创新等。税收优惠通过影响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内外部因素，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其影响作用主要通过三种途径：
第一，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促进产业溢出效应。
税收优惠通过提高企业预期收益而吸引外部资本。
随着外部投资的进入，企业在增加生产要素积累
的同时，从技术支持、管理规范、经验传导等多方
面提升分配效率、技术效率，从而提高企业劳动生
产率。Gordon(1998)认为，企业所得税税率越低，
企业风险收益的预期税负越轻，可起到风险补偿
作用，从而促进资本进入。Devereux 等（1998)
提出了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衡量税收激励)，研究
发现英、法、德三国企业有效平均税率降低可促进
美国跨国公司的进入。李宗卉 等(2004)实证检验
了中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吸引外商投资税收优惠
政策的有效性。贾俊雪(2014)通过构建模型揭示税
收激励对企业进入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 降低有
效平均税率可显著提升各类企业的进入率，尤其
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的影响最为明显。
第二，激励研发和创新投入，促进企业技术进
步。由于研发新产品、新技术具有外部性，且研发
活动具有风险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研发
投入的积极性。如果政府对企业创新给予财政补贴
或税收激励可降低其创新成本和提高收益，从而刺
激其加大创新投入，最终实现技术进步。目前针对
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主要有：投资抵
免、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等。Bloom 等（2002）比
较了美、英等9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
员国税收政策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发现税收政策对
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显著影响。聂颖 等（2011）基
于企业投资行为理论框架，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财税
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税收优
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激励效应。
第三，鼓励企业再投资生产，促进规模效应形
成。税收优惠可提升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再生产
的意愿，激励企业通过加大投入或兼并重组等，扩
大经营规模，实现规模效益。已有研究发现，税收
政策对投资支出水平、投资支出时间的变化、投资
结构等具有重要影响。付文林 等(2014)建立欧拉
方程投资模型对企业最优投资路径进行理论分析，
得出税收激励对企业投资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
毛德凤 等（2016）采用倍差法研究了税收激励对
民营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税收激励可有效推
进企业新增总体投资水平。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处理
我们按照Brandt 等（2012）的做法对2012～
2016 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进行处理，剔除异常观
测值。具体做法如下：1.根据企业的纳税登记号码
等信息将2012～2016 年的数据合并成面板数据；
2.剔除总资产、职工人数等指标缺的样本，剔除总
资产小于固定资产等逻辑错误的样本，剔除销售额
小于500万元、总资产小于100万元的样本；3.计
算企业实际资本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并对所
有指标进行消胀处理；4. 为避免异常值对估计结
果的干扰，删除各指标上下各5%的样本。
（二）检验模型
我们首先分析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年份的
演进过程，判断税收优惠在企业生产经营中扮演的角
色，解释税收优惠政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
理，揭示促进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其
次，利用相关税收优惠与微观企业数据, 通过构建
理论模型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引入基于半参数估计
方法即OP法（Olley et al.,1996），实证检验我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
税收优惠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效应及其
有效性，进而为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提供证据支持。
OP法的基本思路是假设企业会根据当前效率
水平决定投资水平，所以可以将企业投资的函数作
为企业生产效率的代理变量。我们参考张明
（2017）做法，用OP法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模
型如(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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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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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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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当
期投资水平，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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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资本存量。
税收优惠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检验模型如
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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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2）中TFP
i,t
为企业 i在第 t年的全要
素生产率对数值。计算TFP时，我们用固定资产
净值代表资本，职工人数代表劳动，主营业务收
入代表产出，中间投入值代表中间投入，根据永
续盘存法计算投资，即I
i,t
=X
i,t
-(1-δ)K
i,t-1
，其中
折旧率 δ设为15%（Abraham et al.,2010）。然
后，采用各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资本进行
价格平减，采用各省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销售
额和中间投入进行价格平减。
TR
i,t-1
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由于税收优惠影
响的是下一期企业经营，属于事后事项，因此我们
对税收优惠变量取滞后一期项TR
i,t-1
，即企业i在
第(t-1）年享受的税收优惠与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值。考虑到税收优惠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可能是非线性的，我们还引入平方项（即TR2
i,t-1
）
作进一步考察。我们使用OP法计算的TFP对数值
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TR（税收优惠
与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估计税收优惠对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税收优惠包含企业所得税
优惠、增值税优惠和税费返还，分别对应税收调查
表中的“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收到的内销
货物先征后退、即征即退的增值税额”和“收到的
税费返还”。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回归的基础上
加入可能会影响TFP的企业特征变量，包括：是否
进行研发支出的虚拟变量（R&D）、反映员工素质
的平均工资水平（Wage，取自然对数）、资产负债
率（Leverage）、资本密集度（Capital，固定资产
年末数与员工数的比值，再取自然对数）、企业规
模的总资产对数值（Size）、企业年龄（Age，采用
企业成立之日起到2016年的时间段作为衡量企业
年龄的指标）、产权性质虚拟变量（SOE）、行业虚
拟变量（Ind）和年份虚拟变量（Year）。
三、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
（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演变
计算整体TFP已有研究最常用的方法是由企
业层面TFP直接加权得到整体TFP，如Brandt 等
（2012）和杨汝岱（2015）。我们分别采用工业总产
值、从业人数、工业增加值作为权重，再引入简单
平均计算结果，共四种加总方式，得到全国整体
TFP，分别对应图1四条线。这种计算得到的TFP
绝对值没有含义，但年度之间具有一定可比性。以
工业增加值作为权重（Brandt et al.,2012）计算
的整体TFP为例，从2012年到2016年，TFP稳定
增长，从2. 90增长到3.24（5年数值分别为：2.90、
2.95、3.00、3.10和3.24），增长了11.72%，年平均
增长速度为2.81%。2015年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加快，增速为3.33%，比
2014年的1.69%高出1.64百分点，2016年增速达
4.52%。可见,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水平有了极大提升。图1同时还列出以工
业总产值、从业人数作为权重的整体TFP计算结果
和采用以上三种方法计算的简单平均，差别不大。
图1  全国加权整体 TFP 变化情况图
（二） 税收优惠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描述性统计：
1 . 表 1 提供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在
2012～2016 年间，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
1.536，最大值为5.572，最小值为0.551，标准差
为0.413，刻画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整体
情况。税收优惠与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TR）
标准差较小，反映出企业每单位主营业务收入享受
的税收优惠差别不是太大，而资本密集度和总资产
对数值标准差较大，说明企业在固定资产比重和企
业规模上个体差异较大。2.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表2第(1)列，考察税收优惠与当年主营业务
收入的比值TR和TFP的关系，发现TR的一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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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在1%的
水平上显著为负，即税收优惠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整体上是一种倒U形曲线关系。
前一期的税收优惠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在1%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018，
即前一期的税收优惠每增长1%，TFP增长1.8%，
说明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刺激之下， 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显著提升，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激励作用。前
一期的税收优惠的二次方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定  义 均  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FP 全要素生产率 1.536 1.422 0.413 0.551 5.572
TR 税收优惠与当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 0.021 0 0.083 0 0.563
R&D 研发支出 0.081 0 0.273 0 1
Wage 员工平均工资 10.558 10.538 0.828 7.600 12.728
Leverage 资产负债率 0.624 0.601 0.325 0 1
Capital 资本密集度 11.093 11.252 1.972 5.390 16.019
Size 总资产对数值 18.272 18.019 1.792 14.078 23.369
Age 企业年龄 12.754 8.780 6.239 5 83
SOE 产权性质 0.132 0 0.382 0 1
（TFP）在1%水平呈显著负相关，系数为-0.001，
即前一期的税收优惠二次方每增长1%，TFP下降
0.1%。由此得出，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对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有正效应，但较高程度的税收优惠反而对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负效应，较高的税收优惠反而
助长了企业的“惰性”，拉低了其研发和自主创新
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从而影响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升。
除了关键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系数也基本符
表2                          税收优惠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变  量
（1） （2） （3） （4） （5） （6）
全样本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TR
0.018*** 0.020*** 0.034*** 0.015*** 0.027*** 0.031***
(0.004) (0.002) (0.004) (0.003) (0.002) (0.004)
TR2
-0.001*** -0.005*** -0.002*** -0.001*** -0.003*** -0.011***
(0.0003) (0.0002) (0.0004) (0.0002) (0.0001) (0.0003)
R&D
0.155*** 0.198*** 0.178*** 0.189*** 0.162*** 0.134***
(0.011) (0.005) (0.010) (0.010) (0.003) (0.010)
Wage
0.141** 0.273** 0.164** 0.119** 0.178*** 0.252**
(0.061) (0.041) (0.068) (0.051) (0.069) (0.063)
Leverage
-0.685*** -0.990*** -0.703*** -0.791*** -0.822*** -0.609***
(0.003) (0.058) (0.073) (0.041) (0.033) (0.082)
Capital
-0.002 -0.005*** 0.003** -0.002** -0.004*** 0.005**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Size
0.095*** 0.096*** 0.097*** 0.091*** 0.095*** 0.087***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0.010）
Age
0.006 0.005* 0.007** 0.005** 0.007* 0.003***
（0.004） （0.003）  （0.003） （0.002） （0.004） （0.001）
SOE
-0.378*** -0.468** -0.564*** -0.477*** -0.410** -0.552***
（0.120） （0.174） （0.174） （0.115） （0.178） （0.162）
行业虚拟变量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控 制
R2 0.161 0.147 0.133 0.172 0.151 0.146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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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预期。在表2（1）列回归结果中，企业研发支出
虚拟变量（R&D）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研发支出有
效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资产负债率
（Leverage）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资产负债越高，杠
杆越大， 沉重的利息负担反而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效
率。企业资本密集度（Capital）系数整体上为负，
我们分析由于人均固定资产较高的行业都是重工
业，如钢铁、汽车和石化行业，企业历史包袱重，
比较优势不突出，因此企业效率不高。企业规模
（Size）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规模越大，实力越
雄厚，对研发投入就越大，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企业年龄（Age）与企业研发投入与TFP大
体呈现正相关，说明企业成立时间越长，积淀越
厚，对研发投入的意愿越大，从而带动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
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受税收优惠的影响有所不
同。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社会资源获取方
面（如信贷资金获取等）处于弱势地位，这也导致
它们更容易面临融资约束的困境。因此，税收优惠
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更加明显的激励作用，它可以有
效缓解融资约束、资源禀赋差异、社会资源相对匮
乏而带来的投资不足，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表2中根据税收调查中的企业注册类型将企业按照
所有权性质进行了分组。其中(2)列、(3)列分别为国
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回归结果，回归中均控制了行
业、年份虚拟变量及企业特征变量，从结果看TR系
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非国有企业受
到的正向影响更大，表明相对国有企业，非国有企
业受到税收优惠激励越多，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越大。
不同地区的企业受税收优惠的影响有所不同。
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税收优惠对企
业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对照樊纲
等(2017)对31个省(区、市)的市场化指数，将企业
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组样本，
回归结果见表2(4)～(6)列。从结果看，我们有如下
发现： 第一， 各地区的税收优惠与企业生产效率
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其中，西部地区税收优惠对企
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达到3.1%，中部地区为2.7%，
东部地区为1.5%，说明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效率
最高，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该适度向中西部地区
倾斜。第二，研发支出和企业规模对东、中、西部
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都有显著正向作
用，其中研发支出对东部地区企业效率影响最大，
企业规模对中部地区企业影响最大，这也说明中部
地区企业亟需扩大企业规模，形成规模效益。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以税收调
查数据为切入点，使用前沿计量方法估计微观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检验税收优惠对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揭示税收优惠政策在促进企业转型发
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实施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得到显著
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有
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税收优惠对
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着显著影响，起到了
税收激励作用，而过度的税收优惠反而会助长企业
“惰性”，影响其研发和自主创新的自觉性和积极
性，从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此，
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税收制度，促进创新活动发展
由于创新具有外部性和结果不可知性，创新活
动的投入成本往往成为“沉没成本”，因此，在创
新初期给予企业一定税收优惠可极大缓解其创新压
力和资金压力，提高企业创新的成功率。建议加强
税收优惠政策的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制定自上而
下的优惠措施，完善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税收制
度。同时应优化税收征管服务，积极落实国家税收
优惠政策，让减免税红利惠及所有企业，切实减轻
企业纳税负担，激发企业创新活动的“原动力”。
（二）完善减税结构，打好税收优惠组合拳
坚持结构性减税，切实降低企业税负水平。应
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事前和事中的税收支持力度，
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风险投资等税收优惠政策
实施力度，适当延长企业所得税亏损弥补年限，助力
企业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双重目标。对企
业研发过程中用于实验的研发成本，允许从应纳税
所得额扣除；对研发后实现的收益，予以税收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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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科技创新型的企业加速折旧，用于创新研发的
固定资产可以适用较高的折旧率，减轻企业负担。
（三）放宽优惠条件，提升企业受惠面
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及传统产业高技术
化，需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给予普惠性支持。在税
收优惠政策的制定、调整中进一步完善优惠条件，
更加关注企业创新能力，淡化非关键要素和核心指
标的硬性规定，加大对技术研发方向、路径选择、
要素配置等的导向作用，扩大技术创新的支持范
围，为企业创新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 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减少企业研发风险
知识产权保护更注重企业研发行为事后收益的
保证，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一个稳定预期，可以减
少研发风险、降低研发成本，从而在制度上激励企
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企
业年龄与研发投入正相关，企业年龄越长研发投入
越多。企业年龄越长，企业文化积淀越雄厚，对研
发投入会更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更有力。建
议加强对“老店”式企业的保护发展，发挥其研发
引领作用。
（五）适当税收激励，防止企业产生“惰性”
由于创新投入的利润贡献存在滞后性，企业对
创新往往偏向“短视主义”或“拿来主义”，因此
应注意税收优惠的适度激励并对企业进行分类管
理。建议税收优惠宜适度，防止税收优惠过度集中
于某些行业或企业，应扩大税收激励惠及面，让更
多中小企业共享改革红利。同时改变“一刀切”的
直接优惠待遇，对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分梯次差别
对待，在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时增加专利含金量考
察，防止企业套取政策支持，或者在获得认定资格
后陷入创新惰性，影响税收激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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